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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影响力之大在

`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在我看来,自⒛ 世纪末以来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社会变

革,其在世界历史长期进程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6世

纪德国宗教改革、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这样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历史转折点的事

件。

近几十年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急剧、大规模且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是多方面

的。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一个方面不受其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经济

增长、教育普及和人口转型三个方面。

中国的经济产出自⒛ 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规模的持续增长。自1978

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GDP和人均 GDP显著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人

均GDP在1978~⒛08年间的年增长率为6.7%。①相较于如此大规模、持续、

决速的经济增长,就连美国的黄金工业化时期 (18ω~1930年)也黯然失

色——当时美国的人均 GDP年增长率仅为 1.5%,②远远低于中国近年来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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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手±曾长△奉。

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在近年来也明显提高,尤其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长期

以来,中国大学生的人数以平稳增长为主,但从⒛ 世纪⒇ 年代末起开始激增。

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数量的快速增长既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结果,也

是经济增长的原因3经过这场非凡的教育扩张,中国完成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有

可能迅速超过美国。

在这几十年间,中国同时也完成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

亡率的人口转型c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TFR)自⒛ 世纪TO年代末以来急剧下

降,从6降为2,正好处于人口更替水平。预期寿命自⒛ 世纪sO年代以来稳步

提高,日前为TO岁,与发达国家19TO年左右的水平相当,并远远超过其他欠发

达国家。①

经过这场人口转型,中国开始享受
“
人口红利

”
(dem吧raphc bonus),这是

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年龄结构。不过,人冂老龄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

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我认为这三个领域的变化——经济增长、教育普及和人口转型
——是中国在

过去30~钔年间发生的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当然,在其他领域,很多重要的社

会变迁也正在发生并且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比如,社会不平等的日益加

剧,离婚率的上升,婚前同居现象的增多,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等等。

我们这一代社会科学家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能够目睹中国发生的这些社会变

化,并有机会在它们发生的同时对其进行观察、记录、分析和解读。当然,中国

的变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中国的社会变革恰恰是由

于伴随着全球化才显得尤为令人瞩目,它不仅反映了世界整体发生的社会变革,

而且显现了中国在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的独特之处。

有的读者也许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会问:“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什

么明显的不同吗?”由于篇幅所限,对这一问题的洋细论述要留到我日后的研究

中。而在此处,我仅强调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确实存在类型上

或至少程度上的差异。

首先,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力非常强大。原因有三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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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在为全民提供福利方面占据核心地位,并且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拥有对所

有关键资源的控制权,这些资源包括土地、金融机构、通信、交通、教育、能

源、自然资源和医疗卫生。第二,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及覆盖各个领域 (尤其

是经济领域)的控制体系,强化了政府的控制力。第三,在过去几十年,中国

经济在其总体环境中的迅速增长强化了包括中国官员在内的很多中国人的这样
一

种观念,即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的确有益于中国人民c

其次,与上述特征相关,企业和政府结成联盟,并分享共同利益。这
一'点在

地方层级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联盟形成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能在推动地

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利,并以此为治下民众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

最后,中国长期的层级式家长统治 (lavered l,aternahsm)传统不仅在家庭、

血缘关系和社会网络中根深蒂固,而且延伸到工作单位和政府机构中。这里的

“
家长统治

”
指的是一种等级结构,在该结构中,处在较高地位的人不仅有权对

晚辈和下属发号施令,而臣有义务对晚辈和下属的福祉负责c在儒家传统中,一

个理想的官员亦是一个道德权威,是一位能对治下民众负责的
“
父母官
”
G“层

级式
”
则意味着这种家长统治是层层相嵌的,因此,夹在中层的官员极容易陷

人对 H级忠诚和对下级负责的矛盾中:这种结构通过
一种精心设计、以业绩为基

础的晋升体制来维系,并从汉代延续至今。由此看来,单位对今天中囝人生活的

重要影响,不仅是共产主义时代的遗物,lll∏^可以看作是古代层级式家长统治传

统的延续。①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中国经济必然走向美国式的完全资本主义模

式。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参与者作为
“
理性人
”
追求各白的利益,彼此之

间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协调:囚此,供求定律在控制这些独立行动者之闸的关系上

变得尤为重要c而在屮国,这种关系却受到政府行政的强烈干预,政府不仅垄断

关键资源,而艮通过社会结构强化层级式家长统治的传统。因此,中国社会的大

部分不平等并非来自与生产力相关的个人禀赋的差异,如受教育程度和职Wk,而

是产生于各种将人划分为不同类别的社会界限,如地区、城乡、单位和社会网

络讠

即使如~卜文所言,L丨彐国社会的变革县有独特性,而且需要我们研究这种独特

忤,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特例除了满足社会科学家的学术好奇心之外

① 谢宁、董慕达:《天地之间:东汉官员的双重责任》,《社会》⒛l1年第4期,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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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其他更普遍的借鉴意义了呢?我认为当然不是。中国所经历的这场独特的

社会变迁,不仅其独特性本身具有研究价值,而且它还具有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

潜力。在过去将近三个世纪里,由于西方社会主导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其演变路

径几乎成了
“
现代化
”
、
“
发展
”
和
“
进步
”
的同义词。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的

演变建立在两大支柱的基础之上:一是作为唯一合法政治体制的民主制度;二是

作为唯一可行经济体制的自由市场。而如今,中国自近三个世纪以来头一次在经

济发展模式上对西方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既没有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也没有真

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平稳增长却持续了3O多年。相

比之下,美国等西方经济体在近年来却面临滞涨与衰退。这是否说明中国模式可

能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甚至更好的发展路径呢?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与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不

仅有趣,而且迫切地需要我们加以关注c为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这些问

题,我们必须搁置对中国的先人之见——这些先人之见或来自对别国经验的照

搬,或出于理论上的推断。一个朴素的事实是:社会科学家即使做出了研究上

的努力,也依然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知之甚少G要了解中国,我们必须将中

国置于它自身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情境中;要了解中国,我们还必须

以谦虚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并将我们的研究构筑在经验证据的基础

上而非纯粹的想象上。

尽管有些社会科学家追求的是普遍有效的理论、不受具体情境影响的社会研

究,然而,很多研究者也开始认识到这些宏大理论的价值局限性,并开始相信最

好的社会研究一定是在具体情境下的研究。如果社会理论应该在社会情境中构

建,社会研究应该在社会情境中进行,那么,我上文所例证的那些当代中国所发

生的大规模、快速的社会变革将尤其值得研究:它们的独特性存在于今天的中

国——既不是别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的翻版,也不会在未来的中国重现。我们可以

将其理解为一种仅发生在当代中国背景下的社会现象,这种背景包括中国当前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这些是别处都不具各的。因此,我们需要设计出在理

论和方法论上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框架,专门用于研究中国当代的社会现象,而盲目

地将美国式的西方社会科学照搬到中国,不仅是天真的,而且注定会失败。

我已经看到,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如这个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正在经历快速的

变化。随时间的推移,以意见为主、意识形态化的、思辨式的讨论已渐渐失去了

市场,实证研究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接受。这是必然的趋势。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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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众、政府还是学术界都欢迎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因为这样的社会研究符合他

勹的利益。首先,与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家
一样,普通的中国人也不完全理解他们

妁国家正在经历的一切,因此,他们自然有兴趣也切实需要去理解那些最直接地

影响他们生活的变化。其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决策之前也需要掌握更准确的

信'崽或依据,以便理性决策。最后,中国是重要的世界大国,它在所有重要的领

域——从艺术、体育和金融,到自然科学、技术和世界和平
——都发挥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也能做出卓越的贡献,这些贡献

能在世界范围的学术圈中得到认可和赞誉。

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今的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如

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些变革,那么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就仍不全面。尽管当代社会科

学家能否完全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变化这
一点值得商榷,但至少我们不应该错过

这样一个收集经验资料的黄金时期,以便未来的社会科学家有可能超越我们对当

代中国的现有理解。我们有独
一无二的机会来记录和保存中国社会的这段历史。

因此,中国的实证研究是历史对当今社会科学家提出的迫切要求。为了应对这
一

迫切要求,我们更需要有专业的、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正因如此,我在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
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社会科学研

究方法的独特性,我将这种独特性总结为三个原理,即变异性原理、社会分组原

理和社会情境原理。我认为,这三个原理可作为我们运用实证方法分析社会现象

的重要指南。本书的第一版自出版以来,在读者中收获了良好的反响,有的读者

针对这三个原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读者建议能否增加更多关于中国的实证

研究案例。为此,我们推出新版以回应读者的要求。

在第二版中,我们除了修订第
一版的印刷错误之外,还新增了三篇文章。第

一篇文章 《奥迪斯 ·邓肯的学术成就
——社会科学中用于定量推理的人口学方

法》的英文原文于⒛07年发表在Rese@饣九J汔勘cJ@J Sεr@咖c@Jjo瓦⒄d rlfo犭jJj〃上。

在这篇文章中,我着重介绍了邓肯对总体逻辑思维的贡献。总体逻辑思维区别于

类型逻辑思维,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这
一思维意味着社会科学研

究应该以经验为基础、以量化为导向去概括`总体变异的系统模式,而不是去追求

“
普适法则

”
。这一思维还意味着由于总体变异的真实存在,利用观测数据获得

的精算概率无法代替真正的个人概率,因此我们尽管能得到准确的描述,但仍然

难以在个体层面上做出准确的因果预测。变异性问题是令邓肯困惑的难题,也是

当前社会科学界研究因果关系的兴趣所在。我的三个原理正是基于邓肯对总体逻



6 I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 (第二版)

辑思维及定量方法的灼见提出的,我在本书中收录此文,不仅仅是纪念邓旨对定

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更是希望引起渎者对'总体变异性问题的关注。

第二篇新增的文章 《下乡给知青带来了好处吗?——-对中国
“
文化大革命

”

期问城乡人口流动的社会后果的再评价》是用定量方法对中国人曾经历过的一

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该文章的英文原文于 ⒛08年发表在 socj@'&je″ce

R6召@祀凡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对 Zhou和Ht,Ll①提出的短期下乡对日后的教育

可能带来正面影响这一观点的因果性提出了疑问:是由于考上大学而提早结束了

下乡,还是短期下乡对年轻人的磨练有助于他们日后取得更高的教育成就?在分

析上,我们强调了选择性或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给因果推理所氆成的干扰,即下过

乡者和未下过乡者、短期下乡者和长期下乡者在社会经济后果上的差别也许是由

这些群体问的原有差别造成的,而非下乡经历本身造成的。为了验证这一`点,我

们使用了兄弟姐妹对数据 (乩乩ng data),比较了同时期兄弟姐妹中下过乡者和

未下过乡者在受教育程度、收人、职业地位等多方面的差异。因而从方法上,我

们控制了下过乡者和未下过乡者在家庭背景上诸多难以观测到的异质性,从而获

得更可靠的估计。

我在前文中提到,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实证研究

来观察、记录、分析与解读。本书新增的第二篇文章 《认识中国的不平等》总

结了我对中国社会变迁中不平等现象的一些观察与思考。该文章根据⒛09年我

在华屮科技大学讲座的录音整理而成,并于次年发表在 《社会》杂志上。在这

篇文章中,我对中国的社会不平等提出三点看法: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

要归因于集体因素 (如单位、城乡、区域等):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

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中国人对不平等有较高的容忍度,认为不平等是国家经

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在文中,我用过往研究和宏观数据对这二点看法加以佐
证,但这三点看法是否成立仍有待未来的中国实证研究去检验: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可能将近年来我对中国的所有研究尽收录于此书,但希

望以上这工篇新增的文章能够抛砖引玉,引导更多的读者关注并研究中国的社会

变化。如果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实例能够给渎者带来一定的启发与

帮助,我将从中感到无比的欣慰,本书的再版也将具有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I Zhou, Xueguang and Liren Hou. 1999.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_' of China,

Cb i l r i re ; r  o j ' the  Cu l tu ra l  Rero lu t io r r ;  Th . .  . , t la re  ; rnd  the  L j fe
' 

: lrreri lut Sociobgi.tal | leiett 61.: 1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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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感谢我在世界各地的学生、同事、合作者和助理。他们对我
工作

的支持、鼓励与帮助不仅仅使我有可能完成我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
一直让

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的想法写出来贡献给读者。当然,我能预料到,有些读者会
比

另一些读者更喜欢我的著作,这也恰恰符合了我的社会科学研究第
一原理——变

异性原理。

谢 宇

⒛12年7月7日于北京




